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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个一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党，它的领袖都是“伟光正”的化身。因此，他们没有认错、道歉的习惯，也没有下“罪己诏”的义务，拒绝像古代帝王在大灾大难面前责备自己有不道言行而触犯“天条”那样。如果发生了某种无法回避的错误，转移视线的本能，使他们不是将错误归咎于天灾，便是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这几乎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但当人们不相信阶级敌人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来制造大灾大难时，他们也不会硬揪阶级敌人来充当替罪羊，却能制造出新的“行为准则”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为此，他们利用“舆论一律”的无产阶级专政利器，命令全国所有媒体大喊大叫：一方面把大灾大难中“坏事”即人祸因素，捂得严严实实，洗得干干净净，使人们无法知道真情，看到实景；另一方面把抗灾救灾中“好事”即党和政府抗灾救灾中的积极活动，无限放大，从而达到“把坏事变成好事”的目的。于是，一条新的媒体报导原则又被他们制造了出来：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据报导，这条报导原则，早在1950年已开始强制实行，到今天，早已成了报喜不报忧之赤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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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水库溃坝后的惨境


1975年8月8日，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的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7～10米高的水头，呼啸而下，横扫下游一切！又几乎与此同时，竹沟、田岗等五十六座中小型水库，也先后溃坝，扫荡下游一切！洪水所到之处，使遂平、西平、汝南、平兴、新蔡、漯河，临泉等七个县城，瞬间变成水深数米的泽国。据统计，溃坝洪水使29个县市受灾，河堤决口2,180处，积水面积12,000多平方公里，灾民一千二百多万人，毁房680多万间，冲毁京广线铁路一百多公里，京广线因而中断18天，影响正常通车4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元。（上图）

1975年8月初到同年10月，即河南水库大溃坝使200多万农民在水灾中挣扎期间，正是党内左、右两派争斗再度白热化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宣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简而言之，革命就是夺权。这样，为革命而争权夺利，就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在毛、周角力中，由于党内以周、邓右派集团势力反弹，使毛泽东不得不批评江、张、王、姚为“四人帮”。邓小平与周恩来、叶剑英结盟，乘机争到了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大权，并主持了中央工作。到了1975年5月底，邓决心打着毛旗反毛左，明确提出以毛的学理论、搞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向毛、江左派集团发难，夺取他们的权力。

正当周、邓右派乘胜追击毛、江左派和左派伺机反扑的时候，“7503号台风”夹带着狂风暴雨，来到河南伏牛山区。8月4～8日，以1631毫米的瓢泼大雨，倾注到驻马店地区的近百座水库里，使水库暴漲，很快水位超过警戒线，接近到了坝顶。板桥水库管理局人员，焦急万分，他们在瓢泼大雨中，急电上级管理部门，请求打开泄洪闸排洪。然而，他们连接急电三次，竟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据传：“上级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因有对“全面整顿”不理解的嫌疑，都进“学习班”学习去了，值班人员无权答复。无奈之下，他们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擅自决定开闸泄洪。然而，十七孔泄洪闸，除五孔能打开泄洪外，其他十二孔全因锈蚀而无法打开。情急之下，他们立即用电话通知下游撤离，但电话线路已中断，无法接通，使下游村镇、县城，在水头砸来之前，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预警。在管理区院内，他们眼睁睁地看见水已漫进院里，漫上小腿，更使他们不安的是，水开始漫过坝顶。8日凌晨0时40分，他们突然发现，水库水位极剧下降，管理局一名科长马天佑的脸，“刷”地吓白了。只听“轰”地一声巨响，数亿立方米库水，在狂风暴雨中，破坝而出，以十多米高的水头，垂直砸下，向下游横扫而去。几乎与此同时，石漫滩等五十多座大、中、小水库，也相继溃坝决堤，使12,000多平方公里的豫南地区，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泽国。

1975年的夏天，中共党内左、右两派，都在忙于角力的部署。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进行整顿的周、邓右派集团，正在以上半年生产统计数据向以“四人帮”为中坚的毛左集团施加压力，炫耀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成就。他们报告说：“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但人算不如天算。驻马店溃坝事件，让左派抓住了右派的把柄：没有促好生产，反而促成洪灾了。于是，他们借机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

正当近两百万人泡在水里和围困在屋顶上、树上或河堤上等待救援时，8月14日，毛泽东发出了评《水浒》、批投降的指示，为反击右派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但“评《水浒》、批投降”无法排泄洪水，中共只好决定炸掉班台闸，使洪水流入安徽，让安徽农民分担泡在水里的约200万河南农民的痛苦。就在毛泽东发出“评《水浒》、批投降”指示的当天，一声巨响，班台闸所有的闸门、胸墙、桥面和部分闸墩，被炸得腾空而起，分洪口门由此打开。不到一天，安徽阜阳地区也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泽国，十七万农民仓皇逃离家园。

溃坝洪水究竟吞噬了多少人命，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政府拒绝公开报导。8月1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带着《中央慰问电》飞抵灾区慰问。随行的新华社新闻记者当即请示如何报导，纪副总理指示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他特别嘱咐：“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显然，这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赤文化早已规定了的。果然，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大、小报纸，除头版报导中央慰问团慰问灾民和几段河南军民奋勇抵抗洪水灾害的新闻外，仅仅向中国人说明，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发生了洪水，而灾害情况特别是伤亡情况，报纸无权报导。这种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便为传说、谣言打开了传播之大门。

在大陆出版的气象学和水利学的著作中，虽有提及这次灾难的，但死亡人数说法出入很大。时至今日，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调查报告和系统的灾难分析。据说，灾难四年后的1979年，水利部的淮河委员会，曾作过一个板桥和石漫滩等水库溃坝灾难的调查报告，因系政府机密，没有公开发表，至今还锁在保险柜里。又据传，政府曾拍摄过一部河南省水灾科教片，记录了板桥等大、中水库溃坝事件；但该片仅在内部发行，只供教学和气象、水利专业人员观看。

由于讳莫如深，灾难究竟有多少人丧生，迄今说法各不相同。笔者从各种版本的著作中，筛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当年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在为板桥水库重建时所撰写的碑文中说：“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说，事故死亡人数“不可能超过万人。”这位省部级高干说的理由，很具中国特色。他说，死亡超过一万，国际上会有报导！
中国科学院著名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　　
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写道， 1975年，河南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2.6万人。”
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在同一部书的前言中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85,600人。”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认为，溃坝死亡近十万人。
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等人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在编排的一期专题节目中，把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列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十大灾害》之一，死亡高达24万。其中直接死亡十万，瘟疫，饥锇夺走14万。

笔者不想论证孰是孰非，也不想证明哪个是传说，哪个是谣言。既然政府不愿让你知道真相，扼制调查，尘封档案，一切伤亡和损失的论证，都仅仅是“可能”，无法成为教科书。

发人深思的是：1975年的河南人为什么不去接受1963年河北省的溃坝教训？1963年8月2日的暴雨，曾使邢台地区东川口水库溃坝，造成50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同年8月8日的暴雨，又曾使保定地区刘家台中型水库溃坝，死亡900多人（另说，仅保定地区死亡1,928人，重伤2.4万余人）。然而，河北省的悲剧发生十二年后，却在河南省重演，而且“剧情”更加惨烈。这是为什么呢？

闭目塞听、严惩异己是导演这种恶果的元凶之一。当年，大陆媒体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使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河南人，对1963年发生在河北省的悲剧，毫不知情；更不知道，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同河北省的东川口、刘家台等水库一样，都是五十年代大跃进的产物，都存在着许多致命的隐患。但水利部和河南省的一些高官的无知，却把板桥水库称之为“铁壳坝”，对它的安全性根本没有怀疑。同时，他们为官尊严，又把曾对河南重蓄轻排政策说三道四的水利专家陈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贬流到信阳去劳动改造。陈惺曾指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闭目塞听、严惩异己，为溃坝创造了必要条件，犹如1957年反右运动，为六○年前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创造了必要条件那样。

“抓革命、促生产”是导演这种恶果的主要元凶。“抓革命，促生产”是文革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周恩来于1966年9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首先唱响的，一直唱到文革结束。这个口号的设计表明，革命第一，生产第二，亦即在抓革命的基础上搞生产。如果颠倒过来，在抓生产的基础上搞革命，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文革以来，毛泽东反复批判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就是要确立“革命第一”不动摇。在毛的鼓噪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成了各级干部不约而同的主流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领导干部都去“抓革命”了，一直“抓”得值班人员成了摆设；工作在基层干部和工人，在“抓革命”的同时，还要“促生产”，一直把生产“促”到泄洪闸锈得打不开，不能泄洪，电话线路断了没人修，无法通话！

9月，在“评《水浒》、批投降”的革命高潮中，笔者随工作组下乡到舞阳县北舞渡公社救灾。那里因沙河决堤被淹没，房屋80%倒塌，死2人。省委救灾的指导思想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生产自救。工作组同公社干部一起，敦促农民发扬大寨先治坡，后治窝的共产主义精神，先把土地整好，小麦、油菜种好；同时、教育农民将倒塌的砖、瓦和木料，从淤泥里清理出来，再用上级拨来的油毛毡，盖好越冬房屋。此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工作组干部们，早已从接受农民“再教育”的学生，摇身变成了农民的先生和领导者。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革命风声渐紧之时，在工作组和公社干部的领导、教育和敦促下，灾民们在第一场大雪来临之前，都住进了自建的油毡窝棚中，终于取得“抓革命、促生产、促生活”的胜利。我们工作组，也因而完成了使命，撤出灾区，回到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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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鸟瞰唐山市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万人口的唐山市，瞬间被夷为平地。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导，其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整篇报导几乎都在大讲毛主席、党中央如何关怀灾区人民，人民解放军和各级领导，如何迅速到达灾区，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灾区人民如何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中抗灾救灾，等等，但对群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伤多少人等等，却讳莫如深，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句轻轻带过。这与云南通海7．7级强烈地震的报导同出一辙。那次强烈地震发生在1970年1月5日，４天之后，《云南日报》才奉命在省内做了报导：《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人们还能看到许多这样类同的新闻：“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于那次地震伤亡损失，政府秘而不宣，30年后才不情愿地对外公布：死15,621人，伤26,783人，倒房34万间。显然，这些都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规定之使然。

十年九次强震后的1979年11月17日，姗姗来迟的中国地震学会正式成立了。在这个学会成立的大会上，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世界最大地震灾难的唐山大地震，在它制造了大灾难三年多之后，死伤人数才首次曝光：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会议闭幕第二天的11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了会议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学会是政府的御用机关，它不仅不向中国人民说明唐山大地震的经验和教训，也不愿对唐山大地震的严重伤亡做认真反思。

三十四年后的2010年7月12日，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唐山市首影。影片在赚足了观众的热泪的同时，也叫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具有中共特色的反思——被地震震得家破人亡的女主人李元妮，站在废墟对天大骂：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在李元妮的大骂中，影片将一场悲剧简化成对上苍的审判，而悲剧中的人为祸端，却被冯导用观众的泪水洗刷的干干净净！

人们都知道，地震是不可抗力，既是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地震预报也是无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但人们同样也知道，在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上，世界各国在地震预报、设防和救援上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而且能够把灾害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水平。因此，钱钢1986年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2005年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等著作，对唐山大地震的反思，远比冯小刚的反思诚实得多，深刻得多。

在地震预报上，钱钢认为，“老天爷”在震前已经对我们发出过严重警告：

7月20日前后，离唐山不远的沿海渔场，梭鱼、鲶鱼、鲈板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人们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
7月24日，赵各庄煤矿陈玉成家里的两只鱼缸中的金鱼争着跳离水面，跃出缸外。
7月25日上午，抚宁县坟坨公社徐庄徐春祥等人，看见一百多只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或是叼着小的，挤挤挨挨地钻出一个古墙洞，向村内大转移。
7月27日，在棉花地里干活的社员反映，大群密集的蜻蜓组成了一个约30平方米的方阵，自南向北飞行。
同日，迁安县商庄子公社有人看见，蜻蜓如蝗虫般飞来，飞行队伍宽100多米、自东向西飞，持续约15分钟之久。蜻蜓飞过时，一片嗡嗡的声响，气势之大，足以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笔者：在《唐山大地震》中，冯导也不得不把蜻蜓乱舞做为大震前兆加以展现。）
同日，天津市郊木厂公社和西营门公社都可以看见成百上千只蝙蝠，大白天在天空中乱飞。
同日，大厂回族自治县陈福公社东柏辛大队李番：他亲眼看见棉花地里成群的老鼠在仓皇奔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则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
…………

在地震预报上，专业人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实地调查，张庆洲和钱钢都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英雄，他们都是在基层工作的地震监测者。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在大震到来之前，都曾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过准确预报：

1975年12月——距唐山大地震八个月。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专家黄相宁，向国家地震局写了《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明确提出“1976年，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沿海海域，可能发生6级地震……”唐山恰好在这条线上。
1976年初——距唐山大地震不到半年。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实际负责人、敢说敢做的非党员干部杨友宸，从1968年起，他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在唐山市及其周边建起了四十多个业余地震监测台站。他综合唐山市40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
1976年7月6日——距唐山大地震二十二天。杨友宸属下的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做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预报。
1976年7月13日──距唐山地震十五天。北京市地震队的专家们提出了七大异常。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该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克忠和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其他多位地震工作者，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等，合称为七大异常，并在第二天电告国家地震局，要求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大地震十四天。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和渤海沿岸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近百名中国地震界官员、专家，到杨友宸属下的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唐山二中教师田金武在汇报工作时，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就在脚下的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与此同时，杨友宸属下的赵各庄矿地震台台长姜义仓，在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会商会上正式提出：唐山即将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距唐山大地震十二天。杨友宸属下的乐亭红卫中学教师侯世钧，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大地震六天。杨友宸属下的山海关一中以物理教师吕兴亚为首的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的地方(唐山南火车站附近)，七月底八月初将发生6到7级地震。
1976年7月24日──距唐山地震四天。耿庆国说：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地区在内的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六级以上地震，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前！
1976年7月27日上午十时──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说：“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项十分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背景是存在的。”又说：“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唐山大地震九小时。杨友宸属下的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然而，这些比较准确的预报，都被权力斗争忽视了，革命斗争废弃了。据两书记载：

1976年7月12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国家地震局召开“批邓反右”会议，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批判。”此时的国家地震局，“充满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地震六天。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等地震专家，无法直接向局长汇报震情，只好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非党员干部杨友宸，他建立的四十多个地震监测台站，选用的监测人员，大都是地质、物理本科生，不仅懂业务，也很有责任心。由于他敢说、敢做、敢预报，在他领导下的团队，到了“眼看就要摸着大震”之紧要关头，被以“不听党的指挥，跟军代表对着干”罪名，由办公室党支部书记李世信代表“组织”宣布，将他免职并流放到104干校劳动改造。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听取了汪成民汇报后决定：下周一（笔者：即8月2日）开会再研究一下，并叫汪成民等专家先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遗憾的是，大地震没有给副局长们留下“下周一开会再研究一下”的时间！

但也有例外者。在7月17～18日的座谈会上，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竟敢违犯纪律，擅自向下捅了震情：“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便火速赶回县里，向县领导做了汇报。县委书记冉广岐当即拍板抗震，并派百名干部奔赴各个公社，传达和落实预防措施。青龙县经受住了大震考验，全县47万人，无一死亡（原报导死一人，后经核实，该人死于心梗），被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Jeanne-Marie Col）称为“奇迹”！

青龙“奇迹”是外国人的观念，但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奇迹”是一种政治负担。例如，创造“奇迹”的领头人县委书记冉广岐，二十多年后，仍拒绝接受记者采访，甘当无名英雄。因为，他懂得“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真实内涵：不治未病治已病。“辩证法”认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只有通过抗震救灾，才能体现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无限关怀。因此，他用预报、预防所创造“奇迹”，等于给党脸上抹黑。事实上，他也没有因“奇迹”受到褒奖或升迁。正是：

预报设防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

为了减少伤亡，世界各国减灾的通行做法是对建筑物进行抗震设防。不幸的是，同中国各地一样，没有抗震设防的唐山大小建筑，在大地震来临之瞬间，被夷为平地，使唐山地震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难。三十二年后的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又发7.8级地震，除一些政绩工程外，许多城镇房屋大部分倒塌，政府统计的遇难人数已超过８万，比日本2011年3月11日9级大地震大海嘨死亡人数高出四倍，又创造了二十一世纪初地震死亡人数的世界最高纪录。这次大地震中，同样也出现了“预报设防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的故事：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平时重视预报、设防和防震教育，全校2,300人无一伤亡，因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的校长”，但却无资格荣登抗震救灾功臣光荣榜；相反，北川中学死了1,600多人，但由于校长刘亚春等人，抢救人财有功，因而成了抗震救灾功臣。

中共党和政府如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呢？《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写道：

“在最初的十天里，派去和灾害搏斗的军队，事实上是一支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的军队。
“最早进入唐山的部队，是河北省军区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当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李福华回忆说：‘我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啦，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凭一双手，去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
“将军们回忆起唐山救灾，都认为第一天开进时没有携带大型机械是重大的失策之一。本来应该从天津、北京等城市调去大批吊车，野战部队也可以多携带锤、锹等工具。可是在猝不及防的灾难面前，谁也无法镇定自若、周密而冷静地作出快速反应。派去和灾害搏斗的军队，事实上是一支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的军队。直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这也就是说，废墟上这一场空前的残酷的赤手空拳的生死搏斗，已持续了十天之久！”

由此可见，唐山大地震之所以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难”，除地震本身不可抗力外，预报受制、防范无为和救援迟滞、失当，是无法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水平的主要原因。但中共和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在大讲地震不可抗力性的同时，否认预报，淡化和回避设防功能，力图把救援变成政治宣传阵地，以达到“把坏事变成好事”，从而达到讴歌中共救援之德、颂扬政府重建之功、衷心感谢“党妈妈”的目的。
[bookmark: 第四节4]
3、天崩地裂祖龙死——是巧合？还是天人感应？

1976年，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那一年，对中共来说，是个步履艰难的一年；那一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继1975年溃坝导致23万人死亡的大洪水之后又一个充满苦难的大灾年！

那一年天崩——3月8日，吉林省吉林市发生陨石雨。陨石雨降落的范围约为500平方公里，搜集到陨石标本138块，碎片3,000多块，总重量达2,700公斤。其中，最大的1号陨石重1,770公斤，堪称“世界陨石之最”。
	[image: 18]
1976年9月9日，一代魔王驾崩


那一年地裂——5月29日，云南省西部的龙陵县先后发生7.3级和7.4级的强烈地震，伤亡2,540人；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伤亡60多万，其中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8月16日和23日，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人员伤亡为800多人。
那一年高官相继殒殁——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去世；7月5日，人大委员长朱德病故；9月9日，中共党主席毛泽东驾崩。（右图）
    那一年权力重新分配——4月5日，右派借悼念周恩来之名，在天安门广场上声讨毛皇暴政，遭到残酷镇压；10月6日，右派发动宫廷政变，逮捕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那一年河南许昌发生踩踏事件——根据中共中央要各地“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指示精神，5月1日，许昌地区革委会召开了十多万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当晚，又组织了“五一”批邓烟火晚会。在大放烟花中，多处发生踩踏事件，数十人丧生，成了声讨邓小平的殉难者。5月2日上午，笔者仅在地区医院院内，就看到停放的尸体31具。临近死难现场的市、县两所医院，停放了多少具尸体？全国各地是否发生过同类事件？因系党的机密，老百姓无权知道。

1976年“天崩地裂祖龙死”的自然特异现象，引发了中共上层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结束了浩劫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种自然特异现象都集中发生在一年之中，匪夷所思。

但这种匪夷所思的自然特异现象，并非1976年独具。十年文革，是人怨沸腾的十年：两百多万人惨遭杀戮，一千多万人致伤致残，两千多万人挨批挨斗；那十年又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十年，是人怨加天怒的十年。就地震灾害而言，“解放”后毛执政的二十七年间，七级以上大地震共发生过十二次，其中有九次都发生在十年文革中。如果把河南驻马店溃坝导致23万人死亡的大洪水计算在内，便构成了“十年文革十大灾难”的自然特异现象。那九次大地震是：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发生了7.5级强烈地震，8,064人死亡，38,451人受伤，倒塌房屋508万余间。有人认为，这次地震是文革浩劫的先声。
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7.4级强烈地震，由于地震发生在渤海，距离陆地较远，造成9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1970年1月5日1时，云南通海县发生7．7级强烈地震，死亡15,621人，伤26,783人，倒房34万间。（这次强震，中共在30年以后才对外公布）
1973年2月6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卢霍县发生7.9级强烈地震，死亡2,175人，伤2,756人，损失牲畜40,427头，粮食2,011,800公斤，倒塌房屋15,700幢，破坏2,867幢。
1974年5月11日，云南省昭通地区发生7.1级的强烈地震，死亡1,423人，伤2,000余人，倒塌房屋达28,000余间，破坏水利500余顷，耕地4万多亩。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县发生7．3级强烈地震，死亡1,328人，伤22,000人，毁坏房屋112万间。由于地震工作者预报准确，在震前两个半小时内，辽宁省南部六市、十县有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死亡人数仅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被世人称为“科学的奇迹”。
1976年5月29日，云南省龙陵县先后发生7.3级和7.4级的强烈地震，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唐山市夷为平地，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最大地震灾难。
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四川省松潘、平武之间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粮食损失达500万公斤，牲畜死亡2,000余头。由于地震震前有预报，采取了人员撤离的措施，因此，人员伤亡约800余人。

面对“天崩地裂祖龙死”和“十年文革十大灾难”的自然特异现象，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回答，那是“天人感应”，但中共唯物主义者认为，那是“巧合”！

“天人感应”是把“天”人格化，把“人”比附于天。这是西汉董仲舒思想。董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如果天子违背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降灾害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祥瑞以鼓励。理学家张载也说：“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的老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儒家也主张“天人合一”，把“诚”视为天人一致的表现。《礼记》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显然，古人把天人合二而一，而天则是“合一”的主宰者。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天人感应”论很容易被他们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中的谎言、野蛮和邪恶是忤逆天意的，于是天降震灾洪灾，以示惩罚。但容易被老百姓接受的学说一定正确吗？大地震和大溃坝的受难者，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善良而愚昧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患有媚骨、软骨病，且对暴政逆来顺受，甚至还为施暴者摇旗呐喊，高呼“万岁”，但他们大多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呀，天降大震大水来“惩罚”他们，公平吗？笔者由此而怀疑古人“天人合一”的说教，因而对“天人感应”说持保留态度：太玄了。玄者，深奥虚幻而难辨也。《老子》曰：“道可道，非恒道。”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笔者一介草根，“道行”太浅，对千变万化“玄之又玄”之道，望“众妙之门”而叹曰：“妙门，非吾辈能入也！”

持“巧合”论的中共唯物主义精英们，他们说客观世界是可以被他们认识的。他们宣称：“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又说：“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相互联系的，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等等。这就是说，他们懂得，板块运动的应力积累到何时才会释放，才会发生地震，至今地震学家们尚无科学结论，因而，他们把自然特异现象说成是偶然地巧合，这个“理”是容易被人接受的。但既然说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那么，什么是“巧合”的必然性呢？迄今没见有人能回答。到此，宣称“唯物主义与不可知论根本对立”的中共唯物主义精英们，在回避“巧合”的必然性中，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之中。

尽管中共唯物主义精英们无法回答“巧合”的必然性，但他们却有权批判“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称其为宗教、神学、迷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反科学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原理规定，“天”（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决定”了“人”们必须这么想，必须那么做，否则，必遭挫折或受到惩罚。如果说“天人感应”者，是把“天”看做是以天为主、天人互感的统一体，那么，唯物主义精英们，则把“人”（意识）看成是顺“天”（存在）而行的奴仆，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尽管有时“奴仆”也会影响甚至改造“主人”，但在唯物主义精英们看来，那不过是“主观能动性”或偶而“反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从“天”“决定”“人”这个意义上来说，唯物主义精英们并没有同宗教、神学和迷信的“天人感应”彻底切割，尽管他们说的“天”不是神，而是“客观存在”。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因而是多元的。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神学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世界一流科学家中，许多人都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的信徒，他们笃信科学，更敬畏上帝或佛祖。例如，科学家们发现，当今我们生活的宇宙空间，是由137亿年前的一个单独的无维度的“奇点”突然爆炸创造的。这个突然爆炸“奇点”，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无尺度但却包含了宇宙全部物质及其运动规律，而且还在继续膨胀扩张中。尽管如此，科学家们却不敢借此否定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学说。因为，“奇点”是什么？没有爆炸前的宇宙是什么？这些都是科学家们难以回答的问题，尽管有科学家认为，追究“奇点”之前是无意义的。自然界是那样的宏大，又是那样的渺小，是那样的诡秘，又是那样的多变，人们只能在不断探索中去逐渐认识它、把握它。尽管人们在探索自然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个世界，探索的路途还相当艰辛而遥远。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对任何自然现象见仁见智都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那种企图用一种学说去统一世界是愚蠢的、徒劳的。因此，可以这么说，自有人类以来，科学和神学都在蓬勃发展，而且并行不悖。

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这些自然特异现象呢？据报导，当他与零距离“护士”孟锦云谈及吉林陨石雨时，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毛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他好像是在问孟，又像在问自己。如果把他对这个特异现象的沉思与他常说“死后去见我的上帝马克思”的话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革命家并不坚定，他还没有割掉神学即所谓唯心主义的尾巴。

1976年由大灾难引发的政治大转折，是必然还是偶然？伴随文革的九大地震和一大洪灾，是警告还是惩罚？如果不是“天人感应”，又该是什么？由于对“唯物”“唯心”滥用“唯”字的反感，笔者不愿被“唯”字奴役。笔者期望于后来人，像锲而不舍地追根“UFO”不明飞行物、特异功能等超自然特异现象那样，去寻求十年文革的中国，解读发生在1976年和其他年份里那种大灾大难大转折的必然性或偶然性，解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人祸天灾相伴而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不管后人如何解读大灾大难大转折的自然特异现象，但已刻入历史的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驾崩”，同年10月6日右派发动宫廷政变，兵不血刃地逮捕了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毛左核心成员“四人帮”，为1977年8月正式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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